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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改革后的农民经济 

——河南和广东两省若干典型户的比较分析 

 

◇江西省社会科学院当代江西研究所 汤水清 

 

摘要：1950 年代初中国进行的土地改革，是对农村社会的一次历史性革命。

从河南和广东两省若干典型户 1952 年和 1953年中收入、投资和土地买卖关系变

化的比较分析看，这场革命在短期内改善了大多数贫困农民的生活，激发了农民

的生产积极性。但因土地改革并没有带来生产力的实质性提高，也没有改变传统

的农业生产方式，因而难以从根本上提高农民的经济水平，农民的经济状况依然

主要受制于客观自然条件以及国家政策。土地改革后出现的极个别土地买卖现

象，虽具有合法性与合理性，但引起广泛争议；而受到鼓励的合作组织尤其是农

业生产合作社对于农民来说缺乏吸引力，因而在土地改革后的一段时间内发展缓

慢。用合作社来取代个体农民的生产劳动，尤其是取消个体农民的土地所有制，

不仅违背了大多数农民的意愿，吞噬了土地改革带给农民的主要成果，也预示着

个体农民经济的消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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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 年代初中国进行的土地改革，是对农村社会的一次历史性革命，这一

革命不仅没收了地主阶级的土地，废除了经由土地租佃关系产生的封建剥削关系

的基础，而且从政治上对农村的传统统治势力进行了毁灭性的打击，从而树立了

中共新政权在广大农村的政治权威。这一点，已经成为学界的共识。但重新分配

土地后农民的经济状况如何，学术界却有不同的认识。多数人认为，土地改革激

发了农民的劳动积极性，解放了农村生产力，改善了农民的生活；通过土地改革，

挖掉了我们民族贫困落后的一条重要根子，为国家工业化创造了有利条件（杜润

生，1996；薄一波，1991）。但也有观点认为，土地改革没有解决经济问题，它

对生产力的消极影响与积极影响大体相抵（珀金斯，1984）。还有学者从 1953

年夏秋国家粮食供应危机出发，认同中共关于粮食购销矛盾是因为农民惜售和自

身消费扩大，而其实质在于小农经济与国家计划经济及工业化建设之间的矛盾这

一说法（1953年 10月陈云、谭震林、李先念等在全国粮食会议上的发言，1953

年 10月《中共中央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与计划供应的决议》，1954年 3月 1

日《人民日报》社论。分别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1993：446；赵发生，1990：

161～167；人民日报，1954－3－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1993：478），认为土

地改革造成了农村向城市提供商品粮机制的破坏；土改后乡村消费扩张，从而降

低了粮食的商品率，导致了城市商品粮供应危机（金观涛、刘青峰，1993，2007；

                                                        
 本文为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传统与现代之间：建国初期中南乡村社会改造研

究》（批准号：07BZS026）的阶段性成果。两位论文匿名评审人对本文的修改提出了许多建

设性的意见，在此表示衷心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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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放春，2005）。  

那么，土地改革后农村的经济状况到底怎样呢？本文通过对河南和广东两省

若干典型户在 1952 和 1953年中收入、投资和土地买卖关系变化的比较分析，1试

图比较真实地描绘土地改革后农民的经济状况、经济行为。结果表明，土地改革

在短期内改善了大多数贫困农民的生活，激发了农民生产投资的积极性，对农村

经济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但在最初的热情消退后，农村的经济状况更多的还是受

制于自然条件和国家政策。土地改革后出现的极个别土地买卖现象，虽具有合法

性与合理性，但引起了广泛争议；而受到鼓励的合作组织尤其是农业生产合作社

对于农民来说缺乏足够的吸引力，因而在土地改革后的一段时间内发展缓慢。在

土地改革完成后不久就急于用合作社来取代个体农民的生产劳动，甚至取消个体

农民的土地所有制，不仅违背了大多数农民的意愿，吞噬了土地改革带给农民的

主要成果，也预示着合作社（集体）经济的兴起和个体农民经济的消亡。 

 

一、绪论 

中共历来十分重视农村的调查工作，新政权建立伊始，为了研究新区农村特

点和为土地改革做好准备，各级党委、人民政府及农民协会均抽派大批干部下乡，

组成工作队或工作组，选择一般农村、城市郊区以及渔区等不同类型乡村进行了

重点调查，重点是调查阶级关系和土地关系。就中南区而言，这种调查工作贯穿

于 1950 年代前期。1950 年 5月，中南军政委员会就曾向所属各省、专区、县财

委发出指示，要求各地挑选熟悉农村情况且有能力的干部组成调查组，在农忙的

五、六、七三个月内举行典型调查，秋征时再进行全区的普遍调查，并要求每省

财委必须直接掌握五至七个真实可靠的典型材料，以了解全区农村的经济状况。
21951年 11月中南军政委员会土地改革委员会布置了一个统一的调查任务，各省

土委组织了近千名干部，对一百个乡进行了调查，内容涉及抗日战争爆发前（1936

年）、解放前（1948年）和土地改革时期（1951 年）的农村经济、社会情况（中

南军政委员会土地改革委员会，1953：说明）。 

1953 年 11 月至 1954年 2月，中共中央中南局农村工作部又对全区五省（缺

广西省）34个县内的 35个典型乡就土地改革后的经济与社会情况进行了调查，

共计调查了 13000 余户，51000 余人，形成了比较详细的调查资料。这 35 个乡

包括河南省林县玉泉等 9个乡，湖北省襄阳大李营等 5个乡，湖南省安乡蹇家渡

等 4 个乡，江西省九江石门等 5 个乡，广东省中山外沙等 12 个乡，基本上是一

县一个乡（广东中山县有 2个乡）。3调查涉及两个年份，即 1952年和 1953年。

                                                        
1
 河南和广东两省虽分处南北，土地改革时间也先后不同（河南大部分地区在 1950年

即已完成土改，广东大部分地区则迟至 1952年才完成），但两省都属于当时的中南区管辖。

由于从土地改革到合作化、集体化的时间很短，我们无法从一个比较长的时期来判断 1949

年以后土地改革对农村经济社会的影响程度，而将这两个土改时间有先后但同属一个大行政

区的省份进行比较，或许能够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土地改革后农民经济的变动情况。 
2
 中南军政委员会：关于举行农村经济调查的指示，1950年 5月 22日。广东省档案馆

馆藏档案，235－1－58号。 
3
 这 35个乡的土地改革时间各不相同，其中 1950年 6月《土地改革法》公布前就已进

行土改的有 6个，全部在河南省；1950年秋冬土改的有 13个（河南 3个、湖北 1个、湖南

3个、江西 4个、广东 2个）；1951年土改的有 6个（湖北 3个、湖南 1个、江西 1个、广

东 1个）；1952年土改的 10个，除 1个在湖北外，其余全部属广东省。从自然地理环境看，

被调查的 35个乡中，属于山区的 5个，河南、广东各有 1个；属于丘陵地区 10个，河南、

广东分别有 2个和 1个；属于平原地区的 19个，其中 6个在河南，9个在广东；属于湖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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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所统计的阶级成份，1953 年，地主及其他剥削阶层（小土地出租者、小土地

经营者、债利生活者、工商业者、迷信职业者）的全部与富农中的绝大部分是根

据土地改革时划定的；其他阶级（包括 16 户富农）则是按调查时的经济情况，

由调查者内部划定的。1952 年统计的阶级成份（除地主、其他剥削阶层和大部

分富农外），河南 1 个乡、湖北５个乡、湖南 3 个乡和江西５个乡是根据当年经

济情况划定的，其余都是用 1953年划定的。 

1953 年底至 1954年初的这次调查在各省调查统计的基础上形成了《中南区

一九五三年农村经济调查统计资料》。该资料包括四部分：第一部分是各阶级比

重及占有生产资料和收入情况；第二部分是农业生产及互助合作情况；第三部分

是阶级变化及借贷、雇佣、土地买卖和租佃情况；第四部分是农家收支、商品粮、

购买力及农村供销情况。每一部分都是分别按照河南、鄂湘赣、广东三个地区两

年的情况综合统计的（中共中央中南局农村工作部，1954：说明）。 

中共中央中南局农村工作部此次调查选择的是党的农村工作基础较好、经济

上也较富裕的乡，且河南省由于每一个乡仅调查了百户左右家庭，在某些方面可

能不能反映全乡的情况。虽然如此，但它所形成的《中南区一九五三年农村经济

调查统计资料》还是比较全面地反映了中南农村土地改革后的经济与阶级变动情

况。其中的有些统计数据支持了学术界已有的观点（如土地改革后农村出现的阶

级中农化现象），有些却并不能印证传统的观点，甚至与之相悖（详见下文）。而

且，由于当时的中南区所辖六省二市从华北、中原的河南到华南的广东和西南的

广西（此次调查没有包含在内），地域范围非常广，农村的生产方式和农民的生

活习俗相差都很大，故中南区的调查资料不仅具有研究区域经济社会变迁的学术

价值，而且具有全国性的意义。特别是此次调查据以统计的数据来源于土地改革

结束之后、统购统销政策颁布实施与大规模的合作化运动开展之前（湖北 5个乡

调查的时间虽在计划收购政策实施之后，但调查数据仍在此之前）这样一个时间

虽短却极重要的时期，因此，该统计资料对于我们厘清土地改革的实际成效和合

作化运动前的农村经济、社会的真实情况都有着不可替代的学术价值。 

但遗憾的是，过去很长一段时间，该统计资料却没有得到学术界的重视，直

到最近几年才逐渐引起关注，如张静在研究建国初期长江中下游地区劳动力流动

时引用了其中的一组数据（张静，2007）；常明明则利用该统计资料比较详细地

考察了当时中国农村的私人借贷问题，并对中南区湘鄂赣三省的农民收支问题进

行了探讨（常明明，2007；2008）。应该说，系统地利用该统计资料进行学术研

究的工作才刚刚开始。随着学术界对 1950 年代研究的深入，这些统计资料所具

有的重大价值必将得到深度的挖掘。本文即尝试以此为基础，辅之于其它统计资

料和档案、文献资料，通过对河南和广东两省若干典型户有关统计数据的量化分

析，探求土地改革给不同地区不同阶层农民带来的不同命运，以及土地改革后农

民经济的变化状况和发展趋势。 

为了便于全面的比较分析，本文主要采用了两省的富农、富裕中农、中农和

贫农四个阶层的典型户数据。下文的分析数据除注明者外，均来源于中共中央中

南局农村工作部编印的《中南区一九五三年农村经济调查统计资料》，或依据该

资料数字计算得出。 

                                                                                                                                                               

地区的１个。从主产农作物看，35个乡中，产稻区 23个，主要分布在南方，河南省只有一

个乡以水稻为主，广东则有 11个；小麦杂粮区 7个，除一个在湖北省外，其余全部属于河

南省；半粮半经济作物区 3个，其中河南省 2个；经济作物区１个，即广东省顺德县的外村

乡（中共中央中南局农村工作部，1954：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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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农民的收入状况与贫富差距问题 

土地改革完成后，农民的实际生活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和多长时间内得以改善

与提高？对比河南和广东两省的不同阶层1典型户的收入，我们发现不仅不同地

区而且同一地区的不同阶层情况都各不相同。 

 

1952 年－1953年两省各阶层典型户人均总收入情况表 

阶

层 

河南 9个乡 220户 广东 7个乡 164户 

1952

年 

阶层 

差距 

1953

年 

阶层 

差距 

年度比

较％ 

1952

年 

阶层 

差距 

1953

年 

阶层 

差距 

年度

比

较％ 

富

农 

648 100 625 110.6 －3.55 1463 121.5 1881 143.4 28.57 

富

裕

中

农 

1060 163.8 934 165.3 －

11.89 

2443 202.9 2853 217.5 16.78 

中

农 

838 129.3 685 121.2 ―

18.26 

1747 145.1 1922 146.5 10.02 

贫

农 

723 111.6 565 100 －

21.85 

1204 100 1312 100 8.97 

总

计 

876  739  －

15.64 

1741  1961  12.64 

备

注 

1、本表年份收入以市斤为计算单位（河南以小麦市斤，广东以稻谷市斤），

不同物资按市价折合计算。2、阶层差距以当年最低收入者为 100。3、年度

比较系 1953 年与 1952年相比的增减比例。（下表同） 

资料来源：根据《河南省 9 个乡 1952 年各阶级 220 个典型户收支情况》、《河南

省 9个乡 1953 年各阶级 220个典型户收支情况》、《广东省 7个乡 1952年各阶级

164个典型户收支情况》、《广东省 7 个乡 1953年各阶级 164 个典型户收支情况》

计算、制作而成（中共中央中南局农村工作部，1954：94－97、106－109）。 

 

先看人均总收入的变化情况。与 1952相比，1953 年，河南 220户典型户人

均总收入都比上年出现较大幅度下降，四个阶层合计人均总收入下降了

15.64％；而广东 164 户典型户都大幅度增加，合计人均增长 12.64％。何以两

省农民收入会出现这种截然相反的变化？这里有 1953 年河南部分乡因遭受自然

灾害导致农业生产下降的因素，2然而更重要的原因可能是两地土地改革完成的

时间不同，广东的土地改革完成得比河南晚。土地改革完成的先后所造成的结果

                                                        
1
 对于阶级阶层的划分，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 1950年 8月 20日公布的《划分农村阶级

成份的决定》已作了明确的规定。一般而言，地主与富农都被视为剥削阶级，中农、贫雇农

属于劳动阶级。但为行文方便，本文未将富农作为阶级看待，而与富裕中农、中农、贫农、

雇农一样，看作农民阶级中的一个阶层。富裕中农本为中农之一部分，但鉴于它与其他中农

在几乎所有的数据统计中都有较大差别，故也将其从中农中分离出来单独计算分析。 
2
 1953年，河南受调查的 9个乡中有 6个遭受自然灾害，导致农业生产减产（中共中央

中南局农村工作部，195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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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土改中分配的果实直接提高了大多数农民的生活水平，1而土地和生产资料

的获得则激发了他们的生产积极性。但因土地改革并没有带来生产力的实质性提

高，也没有改变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因此随着时间的推移，农民的生产生活又

逐步步入一个主要依靠客观自然条件和劳作习俗的正常轨道中。2 

从不同的阶层来说，两地各阶层的收入差距都比较明显。1952 年河南省可

比的四个阶层中，人均总收入从高到低依次为富裕中农、中农、贫农和富农，最

高的富裕中农与最低的富农相差 63.8％。1953 年，由于贫农总收入下降幅度较

大，而富农总收入下降较少，故各阶层人均总收入排序发生了一些变化，从高到

低依次为富裕中农、中农、富农和贫农，最高的富裕中农与最低的贫农差距高达

65.3％。 

在这两年中，广东各阶层的人均总收入位置没有发生变化，从高到低依次为

富裕中农、中农、富农和贫农。1952 年，最高的富裕中农与最低的贫农相差

102.9％，1953 年这种差距进一步扩大，二者相差 1541斤，幅度为 117.5％。 

单纯从上述人均总收入的水平看，收入最高的阶层与最低阶层相比，差距似

有拉大的迹象。这是否说明土地改革后出现了新的贫富分化呢？就河南而言，

1952 年，富农的收入水平最低，贫农次之；1953 年各阶层收入都出现下降，贫

农下降幅度最大，成为收入最低者。下降幅度排在第二、第三的是收入较高的中

农和富裕中农，富农下降幅度最小。在广东，1952 年收入最高的是富裕中农和

中农；1953 年，各阶层收入都有所增长，但增长最快的却是富农，其次是富裕

中农。表面上看，富农在这两个地区都似乎相对更富了，但实际上，无论是在河

南还是在广东，富农仍然是人均总收入最低的阶层之一，土地改革中对富农多余

土地的征收及政治上的歧视，也制约了富农经济在土改后的进一步发展。对收入

结构的进一步考察可知，影响总收入差距拉大的原因来自于非农领域，也就是说，

与土地改革没有直接关联。 

 

 

 

 

 

 

 

 

                                                        
1
 据中共中央中南局农村工作部办公室推算，土地改革中仅没收征收多余的粮食每人平

均数，河南 18.60斤、湖北 51.32斤、湖南 75斤、江西 103.72斤（报告数字）、广东 56.88

斤、广西 95.52斤。这些没收征收中的多余粮食一般都分给了缺粮少粮的农民（中共中央中

南局农村工作办公室，1954）。实际上，在土地改革的每一阶段，都进行了果实的分配。例

如江西省南昌县小兰乡在土地改革的准备阶段即清匪反霸减租减息时，按照“谁斗谁得”的

原则，个别人得到近百石的粮食；土改及第一次复查采取平均分配的原则，中农、贫农都分

到了果实；第二次复查中按阶级分等评级，贫农每户最高分得 55万元（旧币，下同），最低

85000元（一个人的家庭），中农则每户分得 15万元或 10万元（中南军政委员会土地改革

委员会调查研究处，1953）。 
2
 1980年代农村改革的实践也印证了这一点：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最初几年，农

民生产积极性空前释放、农业生产连续获得丰收、农民生活持续改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

制度变革带来的动能逐渐衰竭，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水平随之进入到了一段徘徊不前的时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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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 年－1953年两省各阶层典型户人均农业收入情况表 

阶

层 

河南 9个乡 220户 广东 7个乡 164户 

1952

年 

阶层 

差距 

1953

年 

阶层 

差距 

年度比

较％ 

1952

年 

阶层 

差距 

1953

年 

阶层 

差距 

年度

比

较％ 

富

农 

520 100 483 111.0 －7.12 804 109.8 1194 139.5 48.51 

富

裕

中

农 

856 164.6 714 164.1 －

16.59 

1335 182.4 1515 177.4 13.48 

中

农 

664 127.7 557 128.0 －

16.11 

976 133.3 1113 130.3 14.04 

贫

农 

555 106.7 435 100 －

21.62 

732 100 854 100 16.67 

总

计 

697  583  －

16.36 

982  1135  15.58 

资料来源：同上表。 

 

农民的总收入由农业收入（主要指粮食收入，下同）、副业收入和其它收入

三块构成，其中农业收入占主要地位。1952、1953 年，两省各阶层典型户农业

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均超过了 50％，河南分别为 79.58％和 78.82％，广东省为

56.43％和 57.88％。从人均农业收入看，各阶层合计的人均农业收入与总收入

在这两年中的变化基本是一致的，即河南有较大幅度的减少，而广东有较大幅度

的增加。但具体到不同阶层，其变化则并不完全同步，农业收入的高低差距小于

总收入的高低差距，且两省不同阶层的农业收入差距均出现了下降。河南最高阶

层与最低阶层之间的差距从 1952 年的 64.6％下降到 1953 年的 64.1％。广东最

高的富裕中农与贫农的差距也从 1952 年的 82.4％缩小到 1953年的 77.4％。 

作为农民主要收入来源的农业收入，各阶层之间的差距不仅小于总收入，而

且也不像总收入一样 1953年与 1952 年比进一步扩大，而是有所缩小，也说明人

均总收入的差距拉大并非由土地改革时包括土地在内的生产资料的重新分配所

引起，人均总收入的差距扩大必然另有原因。 

这些原因中，有一个就是副业等非农收入的影响。1953 年，广东省中农的

人均农业收入低于富农，但人均总收入却高于富农，就是因为其副业等其它收入

占有更高的比例。当年中农的副业等非农收入占到总收入的 42.99％，而富农只

占 36.52％。就地区而言也是如此。一般来说，在农业依赖度高的地方，总收入

的变化主要取决于农业收入的变化，而且收入差距还维持在一个比较稳定的状

态；而农村商业、手工业等比较发达的地方，由于农业本身的重要性不如前者，

且农业收入相对稳定，故其总收入的变化更多地取决于非农收入的变化。 

对更长时间段的考察也反映出这一趋势。据对中南区 6 省 68 县内 68 个乡

574 户普通中农的调查，解放前（1948 年）的农业收入合计折谷为 3058495.56

斤，土改后（1951 年）升至 3232222.51 斤。但由于副业收入减少（从 931870.06

斤减至 853519.67 斤，占总收入的比例从 22.25％下降为 19.93％），导致人均总

收入也出现大幅度下降，从 1219.88 斤下降至 935.55 斤（中南军政委员会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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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委员会，1953：282、283）。 

实际上，影响个体农民收入的因素是多方面的。1即便不考虑土地改革的先

后而在政策上出现的调整变化和制度变迁本身具有的动能逐渐衰减的特点，也不

考虑副业收入和实际投资的差异，单纯从劳动能力和劳动意愿上看，不同的群体

都是有差别的，而且这种差别足以导致收入的分化，这一点马克思早已从理论上

进行了充分的阐述。2已有的研究也表明，在中国这样一个社会内部阶级流动性

较强的乡村，有些人沦为贫农、雇农，往往是因为其生产技术不高、劳动能力或

劳动意愿不强；3即便是在集体化和人民公社时期，劳动能力的差异导致的收入

差别也是客观存在的。4 

 

三、农民的投资状况与粮食的商品化问题 

农民的投资行为，包括生产投资占总收入的比重和投资结构，既可以反映出

土地改革后农民对待生产劳动尤其是农业生产的态度，也可以反映出这一时期党

的农村政策的倾向性。 

将河南和广东两省典型户 1952年与 1953年的投资进行比较，我们可以发现，

整个生产投资（含农业投资即粮食种植方面的投资、副业投资和其他投资）占总

收入的比重，两地都有所增加，河南从 14.95％略增至 15.38％；广东增加较大，

从 19.50％增至 23.13％。从阶层看，土地改革完成较早的河南只有富裕中农有

所增加，从 14.24％增加到 16.46％；而广东四个阶层全部出现较大增幅，分别

从 1952 年的 13.25％、23.98％、18.6％和 15.13％增加到 16.34％、27.81％、

22.62％和 19.81％。这表明，刚刚完成土地改革后的农民，生产热情最高，更

愿意在生产上进行投入。在四个阶层中，生产投资占总收入比重高的阶层，河南

和广东都是富裕中农，则显示包括富裕中农在内的中农，无论在刚完成土地改革

的地区还是在早先完成的地区，生产积极性最高。5 

                                                        
1
 其中之一是生产资料与劳动力对收入的影响，但本文在此不作考察。原因在于：第一，

土地改革后各阶层占有的土地和耕畜等是一定的，而其它生产资料（包括新增耕畜）的变化

情况实际上已在生产投资中有所反映。第二，劳动力的多寡确实能对总收入产生影响，但由

于各户劳动力在短短的两年中处于一个较稳定的状态，所以它对总收入的变动所能产生的影

响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此外，一般地，劳动力多的家庭、阶层，人口也多，更多的劳动力增

加的收入被人口摊薄抵销了，故人均收入与劳动力的多寡也不存在直接的关联。 
2
 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阐述了人的劳动能力差异的存在是社会主义社会实行“按

劳分配”的重要原因之一。马克思说，在社会主义社会，生产者的权利是和他们提供的劳动

成比例的，这是一种平等的权利，而这种平等权利是“默认不同等的个人天赋，因而也就默

认不同等的工作能力是天然特权”，所以，它“对不同等的劳动来说是不平等的权利”。这就

是说，劳动能力的不同以及由此导致的收入差别是一种客观的存在，“按劳分配”的实行正

是以此为前提的。另外，马克思在此还指出，家庭人口的多寡也会导致劳动者之间的收入差

别（马克思，1975：11－12）。 
3
 黄道炫在《洗脸——1946年至 1948 年农村土改中的干部整改》一文中引用一则当时

的材料表明，“最穷的人，又绝大多数是怕劳动、不务正业、或失去劳力的人”（《通城两区

土改工作的总结及今后生产、救灾、整党工作的意见》， 1947年 12月 16日至 1948年 3月

16日，《解放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辑》，第 258 页。黄道炫，2007）。 
4
 有学者对革命后乡村社会的分化研究表明，虽然在集体化和人民公社时期集体制度表

现出种种对抗分化、无法容忍分化的特征，但主要以体力、劳动技能和劳动态度为标准的工

分制所产生的人均收入差距，最富的家庭仍为最穷家庭的 3倍左右（卢晖临，2004）。 
5
 但也不能过分夸大土地改革后中农的生产积极性，毕竟在土地改革中中农的土地及其

它生产资料并没有大幅度增加，因为重新分配的土地和生产资料的受益者主要是贫雇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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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生产投资的内部结构看，两地显示出很大的不同，河南农民的农业投资远

高于广东。与 1952 年比，1953年河南各阶层的农业投资都有较大程度的增加，

四个阶层合计从 82.4％提高到 88.03％，尤其是富农和富裕中农，分别从

85.95％、79.83％提高到 91.39％、93.11％。而广东农业投资占比则不升反降，

从 46.86％降至 37.39％。四个阶层中，只有富农有所增加，最低的富裕中农该

年的农业投资占总投资的比例只有 28.93％。对商业、手工业等副业的投资则出

现了与之相反的情况：河南四个阶层全部下降，特别是富裕中农和富农，下降幅

度最大，分别从占总生产投资的 20.17％、14.05％下降到 6.89％、8.61％，副

业投资其实已变得无足轻重。而广东除了富农下降外，其他阶层都增加了 8％以

上，四个阶层合计的比例从 52.07％增加到 60.80％。也就是说，在广东农民的

生产投资中，大部分都是投向商业、手工业等副业领域。 

 

1952 年－1953年两省各阶层典型户投资情况比较表 

投资类别 阶层 河南 9 个乡 220户 广东 7乡 164户 

1952年 1953年 1952 年 1953年 

生 产 投 资

占总 

收 入 的 比

重％ 

富农 11.63 11.35 13.25 16.34 

富裕中

农 

14.24 16.46 23.98 27.81 

中农 15.89 15.19 18.6 22.62 

贫农 14.99 14.58 15.13 19.81 

各阶层

合计 

14.95 15.38 19.50 23.13 

农 业 投 资

占 总 生 产

投 资 的 比

重％ 

富农 85.95 91.39 37.61 44.11 

富裕中

农 

79.83 93.11 38.10 28.93 

中农 83.93 84.19 48.33 39.09 

贫农 82.35 83.26 67.21 53.06 

各阶层

合计 

82.40 88.03 46.86 37.39 

副 业 投 资

占 总 生 产

投 资 的 比

重％ 

富农 14.05 8.61 62.15 55.89 

富裕中

农 

20.17 6.89 61.07 70.16 

中农 16.07 15.81 50.08 58.14 

贫农 17.65 16.74 32.29 44.93 

各阶层

合计 

17.60 11.97 52.06 60.80 

                                                                                                                                                               

南军政委员会土地改革委员会 1951年底至 1952年初组织的包括广西在内的 6省 68个乡 574

户普通中农的调查表明，中农的生产投资占总收入的比重，在抗日战争前的 1936年、解放

前的 1948年和土地改革后的 1951年分别为 4.58％、4.92％和 5.13％（该调查统计的生产

投资包括购买肥料、雇工工资、修购农具和其它投资，是否包括商业、手工业等副业投资不

得而知。但从三个时期的比较仍能可以说明中农生产投资的变化），也就是说，在比较稳定

的环境下，中农的生产投资一个时期以来都在增加，但幅度有限，土地改革并没有改变这种

增长的趋势或节奏。从另外一个角度讲，中农一直以来就是农业生产的最积极力量（数据来

源：中南军政委员会土地改革委员会，1953：268－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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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 广东农业投资和副业投资的合计不足生产投资的 100％，是因为还

存在少量的农业与副业以外的投资，例如雇工、修理农具所支付的

工资等的投资。 

资料来源：同上表。 

 

两地农民投资结构的这种差异，表明农民经济行为受到传统产业分工和土地

改革后政策变动的双重影响。传统上，河南农民严重依赖粮食生产，商品经济和

商品交换都很不发达。近代以来，随着外部资本主义的侵入，棉花和烟草等种植

业虽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但并没有突破以农业为主的传统发展模式，国民收入

中农业仍占主导地位（贾贵浩，2005）。直到 1983年，河南农业产值中耕作业产

值仍占 71.8％，仅比 1949年下降了 3.5％；工副业只占 17.6％，其余林牧渔合

计占 10.6％（常剑桥，1985：204、205）。而广东农村副业和工商业比较发达，

到清代，“自来多谷”的广东已经走上了一条主要致力于蚕桑、塘鱼、果品、甘

蔗等生产以至“民富而米少”的道路，米粮生产已不占据农业的主要位置，不再

是农村中的主业（高王凌，1993）。从政策上看，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号召

“发家致富”，鼓励农民积极发展生产，改善生活，投资政策因而相对宽松。例

如 1950 年 3月 10日政务院通过的《关于春耕生产的指示》中提出要“提倡劳动

发家、生产致富”；1950 年 11 月 8 日，农业部在《关于开展冬季农业生产工作

的指示》中提出，“已经实行土改的地区和今冬不实行土改的新区，均应以生产

工作为中心”，“开展农村手工业、副业，增加农民收入，活跃农村经济，积累农

业资本”，1这都体现了建国伊始国家对个体农民从事各种生产劳动的鼓励。甚至

迟至 1953 年春，党对新近完成土地改革的地区仍然采取同样的政策。当年 3 月

14日，在中央的一份文件中指出，“一切才结束或结束土地改革不久的地区，都

应将主要注意力放在端正地贯彻各项社会政策和经济政策，以解除群众对发展生

产的疑虑。”（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1993：80）但对于那些较早完成土地改革的

地区，由于受到早期合作化运动的影响，政策在生产、贷款和税收等方面更多地

向互组合作组织倾斜。1952年 1月 25日农业部、中国人民银行在《关于一九五

二年农贷工作的指示》中，明确地把群众组织作为优先对象，“对于组织起来者

可优先扶助，在利息上亦酌予优待。”该年 6月 16日，政务院在《关于一九五二

年农业税收工作的指示》中指出，在老解放区采用比例税制，在新解放区已经完

成土地改革的地区施行统一的全额累进税制（以人均全年农业收入原粮作为标

准，税率从 7％到 30％）。2政策的这种倾向性实际上预示着较早完成土地改革的

地区个体农民在投资方面受到了限制。 

有一种观点从 1953 年夏秋开始的国家粮食收购危机出发，认为土地改革消

灭了地主经济、限制和打击了富农经济，造成了商品粮机制的破坏，结果降低了

粮食的商品率，引起了商品粮短缺，进而导致了与国家工业化的矛盾（金观涛、

刘青峰，1993：419－421）。诚然，1953 年中共制定粮食统购统销政策时，一个

主要的事实依据，如陈云所说，就是国营部门购少销多，国家掌握的商品粮远低

于需求量，商品粮占粮食总产量的比例有所下降（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1993：

446）；一个主要的理论依据就是小农经济商品率极低，与国家计划经济存在着矛

                                                        
1
 见中央人民政府法制委员会编：《中央人民政府法令汇编》（1949年－1950年），法律

出版社，1982年，第 554、545页。 
2
 见中央人民政府法制委员会编：《中央人民政府法令汇编》（1952年），法律出版社，

1982年，第 158、1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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盾（人民日报，1954－3－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1993：478）。但不能因此就

认为土地改革导致了粮食商品率降低或破坏了商品粮供应机制。这里我们姑且不

论 1952 年开始露头、1953年夏秋出现的国家粮食收购危机及其原因，1仅就土地

改革后粮食的商品率作一简单的考察，并与土地改革前进行比较。从下表可以看

出，1953 年，河南省农民人均总收入虽有较大的下降，可提供上市的余粮与实

际流通商品粮比上年都有所减少，但实际卖出的商品粮仍有 8.29％，加上买进

的粮食，实际流通商品粮仍高达 17.87％。广东省由于土地改革进行得较晚，农

民的积极性刚开始释放，加之其公粮负担实际上还有所下降，故其可提供上市的

余粮数量大幅度增加，从 6.88％增加到 17.16％；可提供的全部商品粮从 23.25％

增加到 32.27％；实际卖出的商品粮也从 20.29％增加到 23.78％，若加上买入

的粮食，实际流通商品粮则达 34.97％。从全国来看，1952 年 7 月至 1953 年 6

月粮食年度与上年同期比较，国家掌握的商品粮食，包括公粮和市场上的收购粮，

上升了 7.4％，但因当年粮食增产幅度较大，商品粮占粮食生产量的百分比反而

降低了 2.3％，从 20.4％，降低为 18.1%，但与 1950至 1951 粮食年度的 18.7％

几乎持平（曾凌，1957：12）。这说明，粮食的商品率的高低与土地改革没有必

然的联系。 

 

1952－1953年两省各阶层典型户商品粮合计统计表 

单位：原粮市斤 

阶级阶层 可提供商品粮 实际流通商品粮 

公粮

负担 

占

全

年

收

入

粮

数

％ 

余数 占全

年收

入粮

数％ 

合计 占全

年收

入粮

数％ 

买进 占全

年收

入粮

数％ 

卖出 占全

年收

入粮

数％ 

河

南

省

220

户 

195

2年 

10735

9 

13.

64 

8969

9 

11.4 1970

58 

25.0

4 

81624 10.3

7 

7278

0 

9.25 

195

3年 

78882 11.

02 

5379

6 

7.52 1326

78 

18.5

4 

68573 9.58 5937

7 

8.29 

广

东

省

282

户 

195

2年 

1931 

05.99 

16.

37 

8108 

7.25 

6.88 2741 

93.2

4 

23.2

5 

1463 

87.21 

12.4

1 

2368 

95.9

5 

20.2

9 

195

3年 

2028 

62.06 

15.

11 

2304 

14.1

3 

17.1

6 

4332 

76.1

9 

32.2

7 

1502 

91 .6 

8 

11.1

9 

3194 

19.6 

23.7

8 

说明：影响余数的开支中包括主食、副食、种子、饲料、酿造。 

资料来源：根据《河南省 9 个乡 1952 年各阶级典型户粮食收支及商品粮数量》、

《河南省 9个乡 1953年各阶级典型户粮食收支及商品粮数量》、《广东省 12个乡

                                                        
1
关于 1953年国家粮食收购危机产生原因的分析，见汤水清，2008：35～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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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 年各阶级典型户粮食收支及商品粮数量》、《广东省 12 个乡 1953 年各阶级

典型户粮食收支及商品粮数量》制作而成（中共中央中南局农村工作部，1954：

110－113、142－143、146－147）。 

 

我们再简单考察一下解放前的粮食商品率问题。吴承明估计，中国农村的粮

食商品率 1840 年约为 10％、1895年约为 16％、1920年约为 22％、1936年约不

足 30％。1苑书义、董丛林认为，由于中国幅员辽阔，各地经济发展水平不平衡，

农村粮食商品率参差不齐，就全国范围说，20 世纪二三十年代大约保持在 20％

－30％的水平（苑书义、董丛林，2001：426）。曹幸穗根据满铁的调查资料，认

为旧中国商品经济比较发达的苏南农村，粮食的商品率平均而言在 25％左右（曹

幸穗，1992）。所以，与解放前相比，至少就河南广东两省典型户的调查来看，

土地改革后粮食的商品率并没有因土地分散到农民手中而降低（遭受自然灾害的

地区、年份除外）。当然，农民的粮食消费增加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特别是过去

无地少地的贫雇农，通过出卖劳动力或其他方式获取货币收入以便从市场买粮来

维持生计（这实际上也提高了粮食的商品率），在土地改革后首先需要满足的便

是自身的粮食需求。但这并不意味着粮食商品率的必然下降，因为随着生活的改

善，在满足自身消费、生存需要得到保障的基础上，农民必然出卖粮食这一主要

商品以换取货币收入、满足其它方面的需求。在粮食的销售方面，因当时私商与

国营粮食部门争购粮食，且国家收购的牌价与市价形成倒挂，出于经济理性，农

民惜售的心理自然也是存在的。2但由于农民收入渠道有限（特别是主要依靠农

业收入的北方农民），这种惜售心理并不会成为商品粮短缺的关键因素。简言之，

无论是农民自身消费的增加还是农民惜售心理的存在都不是影响粮食商品率的

决定性因素（粮食生产的发展和需求的增加对于粮食的商品率更具有决定性的意

义）。因而不能因此认为土地改革造成了商品粮机制的破坏从而成为 1953年粮食

收购危机的原因，更不应因国家粮食的收购危机而断定土地的个体农民所有制是

国家推行工业化的一个主要障碍。3 

 

四、土地买卖与合作化运动的出现 

土地改革后，随着土地买卖和租佃关系的重新出现，一些人开始担心新的封

建剥削抬头，因而热衷于推行合作化。那么究竟有没有土地买卖和土地租佃现

象？如何理解这种现象呢？  

土地自由买卖和租佃关系的存在是传统中国农村社会的一个典型特征，也是

中国农村社会阶级具有流动性的最根本的原因。但同时，在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意

                                                        
1
 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与国内市场》，第 272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转

引自苑书义、董丛林，2001：422。 
2
 不独农民惜售，即使是国营粮食部门也存在着保守惜售思想。河南省财委 1953年 3

月在给省委的报告中就自我检查说：由于对粮食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对广大农民的需要问题

熟视无睹，没有从计划储存调度上作到对特产区、灾区缺粮户的充分供应，反而采取保守惜

售措施，使缺粮农民争购愈急，囤粮农民越发多囤，（赵发生，1990：64～65）实际上形成

了国营粮食部门与农民争相惜售的局面。 
3
 事实上，土地改革后作为工业原料的农产品商品率还有了较大程度的提高。据广东省

粤西区党委办公室 1953年 8月的一次调查，廉江县定珠墩村土地改革的 1951年作为工业原

料的农产品商品率为 29.48％，次年该比例上升到 37.31％，提高了七点八三个百分点。—

—见粤西区党委办公室：粤西区农村经济调查，1953年 8月 15日。广东省档案馆馆藏档案，

204－5－10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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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形态中，土地买卖自由和租佃自由，也被视为地主阶级土地所有制的显著标志

和产生封建剥削关系的主要根源。土地改革的目的，就是要铲除地主阶级的土地

所有制，消灭封建的剥削制度。因此，虽然《土地改革法》中明确规定了允许土

地改革后的农民有买卖土地和租佃土地的自由，1但一旦出现这种现象，尤其是

土地买卖现象，一部分党的干部还是表现出了高度的敏感，并因而急于用合作社

来取代个体农民的土地所有制，用合作生产方式取代个体农民的生产劳动。 

据统计，1952 年，河南省 9个乡 891户农民中出现了 28起卖地案例，占总

户数的 3.14％；13户买地案例，占总户数的 1.45％。这些耕地买卖主要发生在

富裕中农、中农和贫农中，其中卖出耕地的富裕中农 7 起、中农 15 起、贫农 6

起，分别占这三个阶层总户数的 3.8％、3.13％和 3.90％；各卖出耕地 7.62亩、

39.83亩和 16.3 亩，分别占各该阶层耕地总面积的 0.21％、0.56％和 1.12％；

总共卖出耕地 63.75 亩，占全部耕地总面积的 0.48％。三个阶层分别买入耕地 1

亩、25.44亩、8.6亩，占各该阶层耕地的 0.07％、0.36％、0.24％，总共买入

耕地 35.04 亩，占总耕地面积的 0.27％。 

1953 年，耕地买卖的阶级阶层、户数和面积都有所增加，共有 32户卖出耕

地 96.64 亩，占总户数的 3.53％、总耕地面积的 0.73％，分别比上年提高了 0.39

和 0.25 个百分点。其中有 1户地主及其他剥削阶级、2户富农加入到卖地行列，

他们分别卖地 2.5 亩和 3.5亩。但耕地买卖仍主要发生在富裕中农、中农和贫农

之间，这三个阶层的卖地户数占总卖地户数的 90.58％，卖出耕地占总卖出耕地

的 93.79％。1953 年，买入耕地的户数和面积也有所增加，有 23户买入了 66.57

亩耕地，分别占总户数和总耕地面积的 2.52％和 0.51％，比上年分别提高了 1.07

和 0.24 个百分点；这些耕地买入仍然全部发生在富裕中农、中农和贫农中。 

  

河南、广东两省各阶级（含地主）耕地买卖情况表 

 河南省 9个乡 广东省 12个乡 

1952年 1953年 1952 年 1953年 

总户数 891 892 5935 6037 

总耕地（亩） 13183 13171 43588 48203 

卖出 户数 28 32 4 1 

占总户 

数％ 

3.14 3.53 0.07 0.02 

耕地（亩） 63.75 96.64 4.69 1 

占总耕 

地％ 

0.48 0.73 0.02 0.002 

买入 户数 13 23 3 无买入 

占总户 

数％ 

1.45 2.52 0.05 

耕地（亩） 35.04 66.57 3.12 

占总耕 

地％ 

0.27 0.51 0.01 

                                                        
1
 1950年 6月 30日公布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第三十条规定：“土地改

革完成后，由人民政府发给土地所有证，并承认一切土地所有者自由经营、买卖及出租其土

地的权利。”——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一册），中央文献

出版社，1992年，第 3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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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根据《河南省 9 个乡各阶级耕地买卖情况》、《广东省 12 个乡各

阶级耕地买卖情况》制作而成（中共中央中南局农村工作部，1954：84、86）。 

 

广东省因土地改革较晚，1952 年仅有 4 户发生了卖地案例，其中地主及其

他剥削阶级 1户，卖出 0.8亩；中农 2户，卖出 3.17亩；贫农 1户，卖出 0.72

亩，共卖出耕地 4.69 亩。仅有 3 户发生了买入耕地现象，其中富裕中农 1 户，

买入 0.72 亩；中农 2户，买入 2.4亩。1953年也仅有一户其他剥削者卖地 1亩。 

从上述的数据中我们可以看到，土地改革后的确出现了土地买卖的情况，尤

其是土地改革进行得比较早的河南省，土地买卖还有增多的趋势。但是，这一时

期土地买卖与解放前甚至土地改革前相比有很大的不同：一方面，无论是发生土

地买卖的农户户数还是面积，占各阶层户数和总户数、各该阶层耕地面积和耕地

总面积的比例都是极小的；另一方面，土地买卖主要发生在劳动者阶层之间，其

中以中农最多；此外，河南省 1953年土地买卖现象比 1952 年有所增加，可能还

与当年发生的自然灾害致使农民生活水平下降有关。 

如何理解这种土地买卖情况？高岗早在 1949 年 12 月 10 日在东北农村工作

座谈会的发言中提到：土地改革后农民经济生活大部分上升，上升户中有一小部

分雇了长工，买进或租进了土地，另有一部分人因缺乏劳动力或疾病灾害，或因

缺乏生产资料或好吃懒做，经济生活下降，他们中一小部分人已开始向前一部分

出卖出租土地（薄一波，1991：195）。这种情况应该说是真实存在的，但并不全

面。有研究表明，卖出土地的农户中，有 56％是因疾病、自然灾害、负债等严

重困难而卖出的，40％是因调换、妇女出嫁、地多、职业变动等属于调剂性质的

（高化民，1999：25）。1 薄一波认为，土地改革后出现的土地买卖现象，“大部

分是由于社会分工的发展和调整生产引起来的。例如：农村劳动力进城当了工人，

土改中分给他家的土地无人耕种了。”（薄一波，1991：208）。而张闻天当时就指

出，土地改革后，“阶级分化趋势已经开始，农业人口向城市转移，土地的所有

与使用有更趋于合理的新调整，这是农村生产力与社会生产力要求向上发展的不

同表现”（薄一波，1991：200－201）。应该说，这种认识是符合当时农村的实际

情况的，也是建立在对中国农村生产力发展趋势的准确把握基础之上的。 

但并不是所有的党的领导干部都有这种认识。事实上对土地买卖的恐慌和限

制性的行政措施已经在一些地方出现，特别是在华北和东北地区，其表现之一就

是鼓励农业生产互助合作，即采取合作化的方式来避免土地买卖、租赁及所谓由

此导致的两极分化。1952年 2月，政务院在《关于一九五二年农业生产的决定》

中提出，“老解放区要在今、明两年把农村百分之八、九十的劳动力组织起来，

新区要争取三年左右完成这一任务”；“在群众互助经验丰富而又有较强骨干的地

区，应当有领导、有重点地发展土地入股的农业生产合作社”。2同年 6月 9日，

中共中央在一份指示中更明确地指出，“土地改革后，„„党在农村的农业政策，
                                                        

1
另有学者考察了苏南土地改革后土地买卖的情况，指出土地买卖存在七个方面的原因，

包括顾虑“二次土改”、好吃懒做不愿种田、地多劳力少生活差、生老病死负债多、转业等

等。并认为落后的生产力和生活保障系统不能保证农民在遭遇自然灾害或者疾病、死亡、年

老等丧失劳动力的特殊情况下所产生的生产上和生活上的困难全部得到解决，所以出卖、出

租、抵押土地等情况的发生就不可避免。但另一方面，土地买卖虽然没有法律限制，然而社

会环境及农民的购买力限制了土地买卖的数量，所以发生的土地买卖现象为数并不多（莫宏

伟，2007：281－284）。 
2
 中央人民政府法制委员会编：《中央人民政府法令汇编》（1952年），法律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16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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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上是‘组织起来’实行农业生产互助合作运动”。1据统计，在生产上已统一

经营并参加秋收分配的农业生产合作社，1951 年全国有 130 个，1952 年猛增到

3644个，1953年更是增加到 15068个。农业生产互助组 1951 年为 467.5万，1852

年增加至 802.6 万个，1953年为 745 万个；参加的农户分别为 2100万户、4536.4

万户、4563.7 万户，互助组大部分为临时性的季节组（高化民，1999：426）。

合作社，绝大部分分布在老解放区的东北、华北，中南区农业生产合作社极少（河

南稍多），更多的农业生产合作组织是生产互助组（包括常年互助组和临时互助

组）。2 

当时，中共中央中南局对农业生产合作组织（尤其是合作社）的发展持比较

谨慎的态度，合作社也还处于试办阶段。根据中南局 1953 年 2月 21日给中央的

报告，1952 年，全区共试办了农业生产合作社 117 个（包括原平原省划过来的

27个县试办的 148个，共 265个），其中河南最多，为 102 个，江西 9个，湖南、

湖北各 3 个。3从河南广东两省各阶层典型户的统计数字上看，参加农业生产合

作社的农户很少。1952年，土地改革进行得比较早的河南也只有 8户农民参加，

占总户数 819 户的 0.98％；4参加互助组的农民多一些，为 390 户，占总户数的

47.62％，其中常年互助组 203 户，临时互助组 187 户。而在土地改革完成较晚

的广东，参加常年互助组的农户只有 55 户，只占总农户的 1％左右；参加临时

互助组的也只有 400户（包括 1户其他劳动人民），占总户数 5432户的 7.37％。 

到 1953 年，参加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农户有所增加，河南从 8 户增加到 27

户，占总农户的 3.3％；参加互助组的农户比上年有所减少，从 390户减少到 356

户，占比下降到 43.47％。广东参加互助组的农户数略有增加，从 400户增加到

524户，占总户数 5630户的 9.31％。 

 

 

 

 

 

 

                                                        
1
 《中共中央关于处理农村中富农成分的党员的党籍问题的新规定》，中共中央文献研

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三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 203页。 
2
 农村合作社在解放前就有较大的发展。1930年代初，国民政府实业部颁布《农村合作

社暂行规程》、印发合作运动方案，积极提倡合作运动。据实业部的统计，1935年 12月，

全国各种合作社发展到 25842个，参加的社员人数为 992578人。但主要是信用合作组织，

生产合作社只占全部合作社 8.82％、参加生产合作社的社员只占全部社员的 10.63％。至

1942年 6月底，全国合作社增加到 162814 个，社员数达 10167078人，其中互助社有 9874

个，社员 428249 人（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1994：331、332； 1997：126－129）。 这些合

作社中，以换工为主要形式的劳动互助社是基于农民自愿互助形成的，这种互助社在解放后

大量发展成临时互助组。 
3
 见《中南局关于纠正试办农业生产合作社中急躁倾向的报告》（1953年 2月 21日），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1993： 81－82。 
4
 此处农业生产合作组织中的总户数均不包括地主和富农。在陕西，曾出现过“地主富

农是否可以参加互助组”的问题，1952年陕西省委对此作出了否定的回答，认为“不能允

许地主参加农民的劳动互助组织”，也“不应吸收富农加入互助组”。中共中央同意陕西省委

的意见，并将其意见转发各地。见《中共中央转发陕西省委〈关于地主、富农能否参见互助

组的意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三册），第 149－150

页。互助组尚且如此，遑论合作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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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 9个乡、广东 12个乡参加农业合作组织户数统计表 

 农业生产合作社 常年互助组 临时互助组 

富裕

中农 

中农 贫农 富 裕

中农 

中农 贫农 富 裕

中农 

中农 贫农 

1952

年 

河

南 

户数 2 6 － 49 117 37 54 101 32 

占本

阶层

总户

数％ 

1.09 1.25 － 26.63 24.38 24.03 29.35 21.04 20.78 

广

东 

户数 － － － 9 29 17 49 166 184 

占本

阶层

总户

数％ 

－ － － 1.72 1.27 0.74 9.39 7.29 7.97 

1953

年 

河

南 

户数 10 14 3 38 109 34 48 99 28 

占本

阶层

总户

数％ 

5.40 2.89 2.01 20.54 22.52 22.82 25.95 20.45 18.79 

广

东 

户数 － － － 12 43 28 55 215 171 

占本

阶层

总户

数％ 

－ － － 2.26 1.85 1.19 10.38 9.25 7.29 

资料来源：根据《河南省 9 个乡 1952 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组织户口人口及收入情

况》、《河南省 9 个乡 1953 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组织户口人口及收入情况》、《广东

省 12 个乡 1952 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组织户口人口及收入情况》、《广东省 12 个乡

1952 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组织户口人口及收入情况》综合计算制作而成（中共中

央中南局农村工作部，1954：28－31、44－47）。 

 

由上可见，土地改革后河南广东两省的合作组织尤其是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发

展还是比较缓慢的。这其中的原因，从根本上说，在于无论是合作社还是互助组，

除了在劳动组织形式上（一些农业生产合作社还要求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入社，

从而改变了个体农民的所有制，改变了生产关系）的变化外，并没有带来耕作技

术或者说生产力方面的变化。其次，农业生产合作组织内农民的收入水平也没有

随着劳动组织形式的变化而朝着农民所期望的那样得到明显提高。1再次，许多

合作组织成立时违背了农民自愿加入的原则，内部管理也比较混乱，结果即生即

灭。除此以外，土地改革完成时间不长，农民对自己来之不易的土地怀有深厚的

感情，个体劳动的积极性仍然很高。最后，中南区领导人对合作化态度比较稳健

                                                        
1
 1952年，河南 9个乡加入农业生产合作社、常年互助组、临时互助组的农户收入占各

该阶层平均数的比例，分别为 84.08％、100％、102.59％；1953年分别为 97.71％、94.35％、

95.69％。1952年，广东 12个乡加入常年互助组和临时互助组的农户收入占各该阶层平均

数的比例分别为 103.27％、100.07％；1953 年分别 104.48％、101.57％（中共中央中南局

农村工作部，1954：28－31、44－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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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起了重要作用。虽然如此，从政策的取向（和党的意识形态）来看，合作化、

集体化乃是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一种趋势，后来的历史也证明了这一点。而在集

体化时代，平均主义的分配体制始终占据着主导地位。所以，从这个方面说，土

地改革中的重新分配土地及其以后的政策，就已预示着平均主义在之后中国农村

的盛行。 

 

五、结论 

对河南和广东两省若干典型户 1952 年、1953年农民经济状况的分析表明，

土地改革在短时期内确实改善了大多数贫困农民的生活，激起了农民的生产积极

性，但这种以运动方式进行的改革影响了农民积极性的持续发挥，1 单纯的制度

变革也难以从根本上提高农民的经济水平，土地改革后农民的经济状况更多的还

是受客观自然条件和国家农业生产政策的影响，而他们之间的差距变化则一如过

去般依赖于个人劳动技术与劳动意愿，此其一。 

其二，土地改革改革后，粮食商品率在不同地区出现了不同的变化，这些变

化都有其具体的原因。没有材料表明土地改革导致了商品粮机制的破坏，更不能

因此将 1953 年的国家粮食收购危机归咎于土地改革。在地主（和富农）经济条

件下，地主通过租佃关系收集粮食，然后在市场上出售，粮食经由地主之手走向

市场；土地改革后，在个体农民经济条件下，农民直接向市场或国家出售多余粮

食。粮食作为农民的主要农产品面向市场，这在地主经济条件下与个体农民经济

条件下是相同的。卖与不卖在于供求关系决定的市场价格，粮食在地主手中如此，

在农民手中也是如此。所不同的是，在地主经济条件下，农民必须首先履行租佃

合约，因而自身消费需求难以得到保障；在个体农民经济条件下，农民首先满足

的是自身生存所需。所以，从粮食的商品率看，决定性的因素是粮食生产的发展，

以及粮食的市场需求，而不是粮食是集中在地主手中还是分散在农民手中。将

1953 年的国家粮食收购危机归咎于土地改革是不公平的，由此进而断言小农经

济与工业化战略存在矛盾也是武断的。 

此外，土地改革后的土地买卖虽然是国家法律所允许的，但也只是极个别的

现象。农民买卖土地的原因，或者是因为遭受自然灾害等天灾人祸，生活艰难；

或者无力耕作、不愿耕作；或者人已城居而无需土地。无论哪种情况，都具有合

法性与合理性，不存在因扩大再生产而产生所谓封建剥削的问题。恰恰相反，在

今天看来，土地流转（所有权和使用权）在国家进入大规模工业化建设时期后，

是完全必要的，也是符合工业化、城市化发展规律的。把土地买卖与土地租佃一

起看作是小农经济自发产生资本主义的一种表现，看作是新的封建剥削重新抬头

的一种表现，因而急于用合作社来取代个体农民的生产劳动，特别是取消个体农

民的土地所有制，实际上吞噬了土地改革带给农民的主要成果，预示着个体农民

经济的消亡；同时也表明党的土地改革政策本身实质上已经蕴含了后来在中国农

村盛行的平均主义。  

                                                        
1
有学者将大陆的土地改革与台湾几乎同一时期进行的土地改革进行比较，认为大陆的

土地改革与以循序渐进为特征的台湾土地改革不同，在设计改革政策时，没有考虑或者很少

考虑改革以后的长期制度发展，从而在未来付出了较大的制度成本。参见朱秋霞，1995：序

言。虽然不能说大陆的土地改革没有考虑到以后的制度发展——例如毛泽东就曾对农村生产

关系设计过一个演变路径，即通过土地改革，实现耕者有其田，在此基础上建立合作社经济，

最后进入社会主义经济（毛泽东，1991：678），但以群众运动的方式进行土地改革显然会使

政策显得粗疏，缺少稳定性和持久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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